试论“重术轻学”传统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粱漱溟

詹克明

一、一个迫切值得检讨的“第零科学问题”

据学者统计，按一般情况，立国30年就会出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数是35年。新中国建市已近47年了，至今仍无迹象。原因何在？

应该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定基本上是公正的。虽说世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但历来在科学上作出开创性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基本上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绝谈不上是意识形态歧视。至今苏联得到过16项诺贝尔奖，东欧的波兰和捷克也都得过了。

也不是因为我们国力太弱。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每年都有超过9%的增长，已出现了现代科学的“本土化”。我们已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据报道，直接参加科学技术工作的约为2000万人。相比之下，得了14项诺贝尔奖的瑞士总人口才650万人。中国已自行研制成功了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核电站、正负电子对撞机、超大型计算机……国力不算太弱了。相比之下，国力并不算强盛的阿根廷都得了5项诺贝尔奖。

也不是由于古文明、大河文化的没落。古罗马的意大利得了11项。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故乡——埃及也得了。尼罗河文化、恒河文化、印度河文化……都得到了。

也不是因为地理因素的不利。与我们同处亚洲的几个重要国家差不多都得到了。日本得了6项。文明古国、同样的家底贫穷、同样的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得了3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连那个人口、国土、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远远逊于我国的巴基斯坦都得了一项。

我国的科学家并不笨，甚至可以说相当优秀。短短30几年在境外就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就是个明证。为什么在境内47年都没有得到呢？

作为一种历史责任，我们应当认真检讨其中的得失。对一位中国科学家来说，新中国建立47年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种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应该从文化特点和科学政策方面进行反思，特别是那些关系到科学发展总体战略方面的政策。美国学者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获奖者人数的多寡，“某种程度上是科学政策成败的标志”。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科学技术潜力丰厚的大国来说，科学政策的影响就更为关键。

二、我国传统文化的偏向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断裂或嬗变、具有超稳定性的独特文明，因此它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淀积。但这种淀积具有两个明显的不均衡性：在自然与社会这两方面中有明显的“重文轻理”倾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重术轻学”倾向。
重文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文史方面的，如79337卷经史子集《四库全书》，3479卷《二十五史》，23000余卷的《中华大藏经》，5485卷的《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而科学技术专著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在人类文明史中首先产生的是“术”（巫术、艺术、生存技术），“学”是有了文字以后才产生的文化现象。可见，“学”是比“术”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
正是这种“重术轻学”偏向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正常发展，更难以向现代科学发展。虽然我们祖先拥有极为丰富的各种实用技术，在科学原理上却寥寥无几，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和重大的科学理论。李约瑟博士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在哲学思想上，中国哲人并不具备作为西方科学开端所具有的自然观。第二，中国在中世纪的一些发现，纯粹是实用的，并总是停留在经验阶段。他指出，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但这还不是近代科学，也不是理论科学而是经验科学。（文中黑体字着重点为李约瑟所加）
“重术轻学”必然导致过分注重实用性，轻视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也难以产生严格缜密的科学理论。发现科学规律需要完整的实验方案以及设置特殊的实验条件，并用排除干扰来简化研究体系，这些都不是单纯实用目的所能容纳的，但舍此就不能走向现代科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再者，注重实用性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李政道教授说：“体系是人类智慧的集中表现。”如果只重实用、只求解决某种应用具体技术，就会只以合用为限，不可能对探索其中的未知现象产生浓厚的研究冲动，也必然缺乏探求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足够宽阔的科学视野。因此，也就不可能把触及到的一些个别发现拓展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科学规律，更不可能进一步把它完善成严谨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里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历史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虽然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许多闪烁着灿烂光辉的重要发现，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科学目的和科学兴趣，对其中所涉及的重大科学原理并没有深究下去。我们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彗星的记载；公元前鲁文公时代就有过哈雷彗星的记录；公元11世纪的宋朝就有世界上晟早的超新星爆发的详细记录；我们古代建造了那么多精确的观天仪器，编制了总共90余种历书，可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有谁探讨过宇宙起源的问题、彗星运行周期乃至行星运行规律等科学问题呢？倒是一些思想开放的文人学士，如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探讨过这些千古之谜。被皇权束缚住的头脑，被实用局限的眼光，即使观察到新奇的自然现象也不可能唤起他们探索未知的科学兴趣与潜心理念的科学思维。
以实用为目的更不可能对那些现实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爱因斯坦说过：
为了繁荣科学，就不应当有实用的目的。通常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用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等到几年后才见效……凡是科学研究受到阻碍的地方，国家的文化生活就会变得空虚，结果也就摧残了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论著选编》）
我国要求科学技术必须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如果这指的是应用科学，乃至应用基础研究，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对纯基石出科学而言，它的“主战场”只能是自然界！
三、“重术轻学”传统对我国当前科学发展的影响

传统文化的“重术轻学”倾向也影响到当前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政策产生某些不同影响。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基础科学的投入过低，不仅影响到当前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会造成基础科学研究在发展上缺乏后劲。
科学研究投入过低不仅有碍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会直接威胁到科学家本人的科学生命。现在，在许多研究单位，甚至包括一些国家级研究单位，规定科学家每年必须向所在单位缴纳一定的款项（俗称“人头费”，约相当于本人全年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的总和）才能够上岗从事研究工作。诚然，有些工业性、技术性研究所，自身掌握某种生产手段，每年都能创造一定数量的产值，要求他们按照政策上交一部分所得，这还有几分说得过去。眼下最苦的要算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既不创造产值又无专利可转让，不应让他们也同样地缴纳“人头费”。眼下的中国科学家不能享有外国同行那么多的经费来源。作为基础研究，他们获得经费的主渠道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面上”的基金项目，其申请成功率一般只有20%左右。即使有幸申请到了，一般的资助强度也不过3年总额10万元左右。连主管部门领导都承认，这点钱“只够维持1.5个人的‘人头费’”，且不说一个研究课题组绝对不止两个人。即使凑足了这人头费，全都交上去了还有什么钱用来搞研究呢？
说句老实话，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每年哪怕2000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就可以勉强活下去，甚至还能在科学前沿做出达到国际上乘水准的研究成果。但让他们筹措这上万元“人头费”却是大难。每到年关，总有一些想干事的人由于筹款无着而在那里犯愁。万一下岗，不仅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无法继续下去，恐怕这些本来就清贫的学者连基本生活都可能受到威胁。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里困扰科学家的还只是些诸如住房、家务、子女、低薪、煤气等“后顾之忧”，那么当前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已经是危及到他科学生命的“前顾之忧”了。
搞科学、做学问必须心静才行。科学家应尽可能少受干扰。所以科学文明一向是一个国家生活安定、丰衣足食、国运昌盛、太平盛世的标志。中国科学家过去受到过太多的干扰。好不容易拨乱反正，政治的干扰、精神的枷锁解除了，但现在一部分科学家又处于“经济”的困扰之中。按理说我们这样一个已经步入小康，在地球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科研经费不该如此拮据。眼下我们国家，希望与困难并存，贫穷与奢侈同在。如果处置不当，使得研究经费不足、科研工作萎缩，有志之士无条件安心进取，科学家为下岗担忧，这必然削弱我们国家的科学后劲。一个潜在的、勇于进取的诺贝尔奖得主国不该出现这种风貌。
科学技术投入的多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然而，如何使用这种投入也许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每当这种投入不足时，有“重术轻学”思想的人往往采取削学保术的做法，确保那些“比较少的未知、比较多的把握”，技术性强的项目，有些干脆就是投资巨大的“门面工程”，实际除了树立形象外并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这些用钱大户得诺贝尔奖的几率肯定近于零。确保一项“门面工程”也许要挤掉成百上千个各具特色的中、小型项目。这些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少的自由选题也许倒含有真正的科学苗子。砍掉了它们无疑自己扼杀了自己的希望与未来，也使自身与诺贝尔奖绝缘。
希望只存在于含有未知的沃土之中。即使在纯基础科学当中也存在着一个术与学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模仿与创新的问题。
具有“重术轻学”倾向的人往往喜欢做那种把握十足的工作，甚至可以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定指标、按计划、稳产高产地生产科学论文。单纯以论文数量为评定标准往往容易助长这种基础研究中的“重术轻学”作风。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工作总是要直面未知的。有时问鼎诺贝尔奖的也许就是那么一篇论文定乾坤。

2．对待基础科学研究的“凿壁借光”思想。

长期以来，在科研指导思想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公开的，国外的研究成果都以论文或专著形式发表，我们拿来借用就是了。实际上，这种凿壁借光想法并不现实。
就拿直接促成原子弹的核裂变研究来说，在1939年初的一次理论物理会议上，当费米刚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有关裂变过程的公式时，《华盛顿日报》的一位记者就被要求退场。玻尔和惠勒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那篇核裂变研究论文，是在保密条例下达前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论文。这说明基础研究一旦出现对军事用途与经济竞争有潜在影响的苗头时，人家就会立刻将你想“借光”的壁洞结结实实地塞起来。前人走通了的老路常常对后人封闭！一个准备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大国必须拥有自己雄厚的基础研究。
3．压缩“学”的生存空间必然制约“术”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是技术进步的源。每一次科学上的重大进展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谁不掌握“学”的当代前沿，谁就必然失去“术”的未来。
科学对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李政道教授指出：“麦克斯韦在1864年建立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动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世界科学》，1993年第2期）技术脱离了基础科学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乏科学底气的技术是走不远的！
科学进步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李政道教授断言：“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化。”（引文同上）基础科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往往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智力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标尺。只有科学文明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的国家才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四、应该平心静气地、健康地开展有关诺贝尔奖问题的专题讨论

杨振宁教授将尖端科学与基础科学的关系比喻为：在沙堆顶上撒沙子，整个沙堆都同时增长。我们今天着眼于诺贝尔奖这个科学制高点的讨论，实际上是同时涉及到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大问题。这也是关系到每一位学者的切身问题，凡是关心国家科学发展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一讨论。
在过去极左的年代，中国学者正常的学术活动常遭受意识形态的欺侮，这对我国科学发展和学术讨论危害极大。试想连赞成摩尔根遗传学、鲍林共振论以及宇宙大爆炸学说都要挨闷棍，突破旧有观念大胆提出这些学说又该遭到何等下场呢？然而舍此突破还会有诺贝尔奖吗？现在已有条件让学者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即使残留点不谐和音也不会影响讨论的主流。中国的学者应当有责任，并且也有资格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发表自己的见解。
科学是智者的高尚事业，但愿在这份“赛先生”的报纸（原文发表在《科学时报》）上能听到更多的智者净言。
此篇全文收入《新华史摘》1996年第12期，本次选编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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